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跨文

化视野下的‘中国文艺复

兴’———20世纪上半叶留

学艺术家绘画研究”（批

准号：18CF187）成果

摘要 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在西南大后方创作的“贵州山民图”系列，可视作“职贡图”传统的现代回响。“职贡

图”可以视为“贵州山民图”的视觉方法资源之一，两者又共同具有民族志特征。但另一方面，首先，“贵州山民图”的视

野与“职贡图”不同，“职贡图”是帝国视野，“贵州山民图”则是民族国家视野，凝结了庞薰琹在1938年至1940年初任中

央博物院筹备处图案研究员期间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学者共同工作的经验，因此具有

现代民族学视野；其次，“贵州山民图”的功能定位与“职贡图”完全不同，“职贡图”是官修绘画，反映帝王意志，而“贵

州山民图”系列则是个人创作，呈现出高度风格化的倾向，融合了不同来源的观念图式，是庞薰琹在跨文化、跨媒介意

识下重构本土文化传统的现代艺术实验。

杨 肖

———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

“职贡图”的现代回响

1940年初，庞薰琹（1906—1985）从担任了近两年图案研究专员的中央博物院（以下简称

“中博院”）筹备处辞职，应李有行之邀来到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应用美术课程。同年，

他开始了“贵州山民图”的系列创作。1942年至1946年间，庞薰琹还兼任位于重庆的中央大学

艺术系图案课教师。这批作品正是他在辗转于战时成都和重庆这段时期陆续创作的。

本文从作品图像特征切入，将“贵州山民图”创作置于两个语境中进行考察：一是战时西

南大后方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一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及东亚的艺术发展，由此揭示庞薰琹“贵

州山民图”创作与“职贡图”传统的联系与差别。通过讨论这两者之间的异同，本文意在呈现抗

战时期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风气与艺术家流寓西南大后方时期创作观念与方法的关系。“贵

州山民图”系列自20世纪40年代面世以来，受到了许多观众的注意，也引发了多种解读，不同

观众的不同观感，与他们不同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立场有关，而多元的观感也从侧面反映出“贵

州山民图”创作观念的复杂性和图像意涵的开放性。结合不同的观众解读，对其所借鉴和运用

的多种资源进行分析可知，“贵州山民图”是庞薰琹重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现代艺术实验，其

创作方式具有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介的特征。通过这项个案研究，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今天

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现代艺术之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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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庞薰琹在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的自传中回忆，他在1940年以毛笔水彩画于绢上或纸上，

创作了20幅以“贵州山民”为题的“工笔人物”画，描绘西南“少数民族”。这些画作是“贵州山民

图”系列创作的开端。庞薰琹说，这批作品“描写了他们（贵州山民）的生活、恋爱、婚姻、上街、

背柴、病死”，且“每一幅都有简单说明”①。但遗憾的是，配图的文字说明已不存，我们无法确知

其内容。即便如此，当我们结合这则信息来观看这些作品时，依然可归纳出如下特征：“贵州山

民图”格外关注服饰、发型细节和仪式舞乐等西南民族文化元素，以及西南自然风光与渔猎耕

作等生活劳作场景，以工笔技法画在纸或绢上，且最初是文图搭配的形制。而从画面的内容、

媒材、技法和形制等方面看，“贵州山民图”系列的许多作品，如《笙舞》（图1）、《母与子》（图2）、

《畅饮》（图3）等，分别与18世纪中期谢遂绘制的《职贡图》、文渊阁写本《皇清职贡图》以及清代

“苗疆”盛行的《苗蛮图册》②的图像语法，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职贡”，语出《周礼·夏官·大司马》“施贡分职，以任邦国”③，其后用于指藩属或邦国向强

大政权、中央王朝朝贡时进献的赋税或贡物。“职贡图”则是历代由朝廷敕命绘制的表现朝贡

使臣形貌的画卷④。在“职贡图”传统中，宫廷画家运用图文结合的形制，以一种近似民族志的

范式来满足帝国对边疆人群划分的需求。绘有贵州边民的“职贡图”，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时期宫廷画家谢遂奉敕编绘的四卷本《职贡图》为代表。此图卷经由朝廷敕令封疆大吏调

查所隶民族、继由宫廷画家谢遂根据送回的“图”与“说”绘制而成，内容包括清朝鼎盛期的邦

交国家、藩属国民族以及国内藩部、土司和边地少数民族人物形貌、服饰、生活习俗等⑤。作为

一个图像整体，谢遂《职贡图》中含有多套图文搭配的图像单元，每一单元上方均附有满汉文

图说，简介该族历史、风俗和服饰特征；图中男女兼绘，或手持当地土产，或展现特别技艺⑥。

谢遂《职贡图》第四卷绘有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边民的78个图像单元。其中，表现“贵州

省贵阳大定等处花苗”的图像单元（图4）绘有一个身穿蓝底阔袖上衣的苗女，衣上有12个小方

块组成之方形图案，衣袖亦有类似装饰。虽然小方块图案模糊不清，但根据“说”（图上所配文

字）可知，其蜡染而成的“花纹似锦”。同时，尽管所配文字内容（“说”）没有提到衣上的方形图

案，“图”上却描画了此种装饰特色⑦。在谢遂绘制的宣纸设色本《职贡图》之后，出现了乾隆年

间依据谢遂《职贡图》画卷抄缮成书、收录于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的写本《皇清

职贡图》，以及清内府奉敕编成、嘉庆十年间（1805）正式刊印的《皇清职贡图》⑧。谢遂《职贡图》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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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

所绘的花苗女性形象，显然与文渊阁写本《皇清职贡图》收录的花苗女性形象（图5）出自同一

底本。由于“职贡图”中“图”与“说”的来源复杂，不宜纯粹将其作为对清代“苗疆”之“生活场

景”的纪实，其高度微缩化、模式化的图像采用了程式化的表现手法，存在着想象性成分。

明清时期，许多文人学者对西南内疆多种族群的人物长相、语言、习俗、信仰和生活方式

等多方面的奇风异俗感兴趣，如清代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廿二史劄记》作者赵翼在其《檐曝

杂记》中就详细记录了多种苗俗⑨。由于清代“苗疆”的特殊地位，“苗”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乃至

整个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但“苗蛮图”的名称发端于贵州，又叫“黔苗图”或“百苗图”⑩。清代

贵州职业画家绘制了大量“黔苗图说”“苗蛮图册”等图册，大致沿用着宫廷绘画“职贡图”的民

族志范式。

由上述分析可见，“贵州山民图”和“职贡图”都具有民族志特征，展现了地域民族文化元

素。实际上，“职贡图”和“苗蛮图”很可能

是庞薰琹创作“贵州山民图”时借鉴的视

觉资源之一。基于在中博院筹备处时期

的工作经历，庞薰琹必定对当时协助筹

备相关事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学者輥輯訛于

西南地区收购的多册《苗蛮图册》（图6）、

《黔苗图说》印象深刻輥輰訛。据台北“中央研

究院”傅斯年档案中一份中研院总办事

处1943年6月1日的公函可知，30年代期

间中研院史语所学者曾在西南地区收购了大量诸如“黔苗图说”之类的苗图，由于有太多当地

人向他们兜售同类图册，故而还向兜售者发布了“不拟添购”此类图册的公函輥輱訛。此外，庞薰琹

出身的庞氏家族是晚清时期常熟有名的官宦之家，其祖辈中有人（较可靠的说法是其嗣祖父

庞鸿书，光绪六年进士）曾任贵州巡抚輥輲訛，因此，他大概在受聘中博院筹备处之前就已对清代宫

廷“职贡图”和“苗疆”盛行的“苗蛮图”不陌生。

二

综上可说，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是“职贡图”“苗蛮图”传统的现代回响，但它们之间的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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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亦更为显著。

第一个差异体现在视野和视角的不同。“职贡图”是帝国视野，在盛世之时编绘，具有“寰

宇一统”的“天下”视角，视苗民为“蛮”。而“贵州山民图”则是民族国家视野，在国难之时创作，

具有“礼失求诸野”的“寻根”视角。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帝国逐步建立起空前大一统的“朝贡”体系。乾隆十五年

（1750）八月十一日，四川总督策楞接获大学士傅恒寄信上谕，命其将所知“西番、猡猡男妇形

状，并衣饰服习，分别绘图注释”輥輳訛。次年六月初一日，颁降寄信上谕一道云：“大学士忠勇公臣

傅恒奉上谕，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内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

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各该督抚于

接壤处，俟公务往来，乘便图写，不必特派专员，可于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輥輴訛所谓“内外

苗夷”，指中国沿边各少数族群，以及东西洋各国官民。雍正、乾隆年间在西南地区推行了流官

制的“改土归流”方略，并对未纳入“王化”的“生苗”实行“剿抚”和“立营设官”等政策輥輵訛。因此，

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二十八年（1763）期间輥輶訛，宫廷画家奉旨在“职贡图”中绘制了西南诸

省边民形象，以表现鼎盛时期的清帝国对“苗疆”的强大管辖和治理能力。

与此不同，庞薰琹“贵州山民图”的创作则是在近代中国遇到西方挑战、调整了在世界中

的定位之后。20世纪初，“苗”所泛指的西南民族开始被国人视为“中华民族”内部的“少数民

族”。在这个“华夏边缘再造”过程中，“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

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

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少数民族。如此，传统华夏边缘之‘蛮夷’成为了‘少数民族’，与今为

‘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輥輷訛。因此，不同于那些视西南民族为“蛮”的清代宫廷画家，庞

薰琹将作品命名为“贵州山民图”。在传统士人文化语境中，“山民”“山人”这样的词通常是政

治动荡、朝代更替之际选择成为“遗民”或“逸民”者的自号，以此为名是一种拒绝为新政权新

朝廷服务的姿态。比如，当南宋为蒙元所破，一位南宋真姓文人自称“真山民”輦輮訛；清初著名的遗

民画家朱耷号“八大山人”。而与此迥异，庞薰琹画题中的“山民”意指定居在民国西南内疆的

边民。在汉语系统中，“民”的单、复数形式相同，因此，从“贵州山民图”这个名称中观众并不能

确知这一系列绘画的主题在族群的意义上是一种“民”（people）还是多种“民”（peoples）。

1943年，庞薰琹在成都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了“贵州山民图”系列中的部分作品。一方面，

他在展览自序中称画中人物为“贵州的同胞”輦輯訛；另一方面，“贵州山民图”中对西南地区风土民

情的表现又具有显著的民族志特征。这种看似矛盾之处，正是理解当时艺术家心态及其创作

方式的关键。尽管庞薰琹很可能借鉴过“职贡图”“苗蛮图”等图册的绘制方法来进行“贵州山

民图”创作，但这些古代图册并不是他唯一的视觉资源。如果说“贵州山民图”体现了庞薰琹当

时观察和描绘西南民族这一特定对象的独特方式，那么这种方式主要来源于他在30年代末接

触到的中研院史语所的民族学研究视野和方法。

1941年，中研院史语所民族学者胡庆钧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以“礼失求诸野”来概括中

研院在30年代以来进行的西南民族研究的意义輦輰訛。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期间，中博院筹备处和

中研院史语所的学者们赋予了“礼失求诸野”这句古语富于现代性的“寻根”意涵。他们采集西

南民族物质文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活化石。“中国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

南，为欲了解全国文化之渊源起见，西南考古自应积极进行。”輦輱訛1938年至1940年初，庞薰琹受

聘在战时迁至昆明的中博院筹备处担任图案研究专员，当时他的工作伙伴，主要就是来自中

研院史语所和中博院筹备处的民族学和考古学学者。庞薰琹从这种跨学科合作中获得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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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视野，直接影响了他观察和表现“贵州山民”的方式。要理解这种“礼失求诸野”的视角及其

“寻根”思路的内在逻辑，需要对当时中研院史语所的民族史研究情况稍加追溯。

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后不久，留德时期即对民族学颇为关注的蔡元培在中研院社会

科学研究所设立了民族学组，这一机构建制标志着民族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中国官方最高

学术机构的确立輦輲訛。早在1926年，蔡元培就在《一般》上发表《说民族学》，明确界定“民族学是考

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者比较的学问”，区别于人类学学科当时对于体质人类学的侧

重，民族学研究在对象和范围上近似文化人类学领域。蔡元培强调了民族学对研究国族历史

的重要性，认为一些无法通过文献资料证明的国史信息，可以通过民族学证据得到间接的证

明輦輳訛。这种学科构想与中国近代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民族史”研究

的提倡一脉相承，显示出“历史”在国族建构中的核心价值輦輴訛。1933年经机构改组，中研院史语

所人类学组成为该所考古组的组成部分，社科所民族学组被并入该所，成为中研院史语所民

族学组（即史语所第四组）。所内的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紧密合作，试图寻找“新材料”、

运用“新方法”来建构描述国族历史所需的语言、历史、考古与民族文化知识，以“科学方法”实

践国族认同。他们所生产的这些知识在国族建构中不只被用来塑造、凝聚国族，还被用来探索

国族内部的各民族的区别和历史联系輦輵訛。

1933年4月，经蔡元培提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首都南京设立了中博院筹备处，傅斯年为

主任，计划设立“一完善之博物馆，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智识应备之资料，

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提供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初拟设自然馆、人文馆、工艺

馆輦輶訛；次年7月，傅斯年因“中央研究院事务忙迫，兼顾为难”輦輷訛，遂提出辞职，由教育部改聘李济

继任。中博院筹备之初，该院人文馆所涉及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和研究内容即包括了原台

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后来所总结的两大系统：“一个是上下古今的历史系统，举凡史

前、商、周以迄近代的史料，都包含在这项系统中，所以在博物院的建筑蓝图中，有殷商周秦汉

唐宋元明清各断代陈列室的设计。另一个系统是四陲边疆民族资料之采集研究和陈列。”輧輮訛旨

在建构和传播一种有关“大中华文化”的国族文化—历史观，“上下古今之久，边陲四至之遥，

都能交互融会于一心之中，由此而对整个的大中华文化，悠然产生一项崇高的了解”輧輯訛。这种机

构设置似参照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相关体制。在欧洲博物馆环境中，考古学和人类学是共同

发展的两个学科，它们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直接影响着博物馆的馆藏来源和博物馆叙事輧輰訛。

在李济的倡导下，中博院从筹备阶段就重视与中研院及其他学术机构之合作輧輱訛。在傅斯年

和李济的合作领导下，中研院赠给中博院筹备处适于陈列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展品及工艺

品，中研院史语所学者协助中博院筹备处承担了大部分研究工作輧輲訛。正如王明珂指出的，自20

世纪20年代末史语所创建，史语所学者的使命就“不只是建立中国自身的新学术传统，以凝聚

国族及刻画国族边缘，更面对着西方与日本学者在中国从事之‘学术调查研究’中所包藏的政

治与资源野心”輧輳訛。这种学术思想及其价值取向在民族危亡的时局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体现

出独特的实践路径。察觉到欧、日许多调查者在中国边疆族群中进行族源研究行为背后的政

治兴趣，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中研院史语所学者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人已在边疆地区展开

了一系列民族学调查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增强边疆民族国家认同，以“西南民族”为对象

的民族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更进一步成为显学。

抗战时期中博院筹备处迁至西南大后方，由湘入川，由渝迁昆。而在由渝迁昆之前，该处

就有设“西南民族特殊习俗之一室”的计划輧輴訛。在研究方法上，这些学者受到日本人类学家鸟居

龙藏西南民族研究的启发。鸟居龙藏在1902—1903年间于贵州进行了40天田野调查，1907年

“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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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帝国大学出版其《苗族调查报告》。1936年

该报告中译本在上海发行。其第六至第八章分

别专章讨论苗族之花纹、笙与铜鼓，将这些与

汉人之鼓形制花纹比较，探究苗人民族心理及

其与汉人间的族源关系；除了文字，还配有数

十幅民族志照片和线描图，其中包括以盛装苗

人的正、背面照片展现民族服饰特色等輧輵訛（图

7）。

作为一名在20年代中后期游学巴黎（1924—1929）、又在30年代初的上海通过组建“决澜

社”（1932—1936）和参与出版界将欧洲现代主义文艺潮流引介给国人的中国艺术家，庞薰琹

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受到上述中研院民族学者的影响，开始扭转其从事现代中国艺术的价

值思路和实践路径。概言之，他试图通过对“古典”的现代重构来寻求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动

力。何为“古典”？如何“重构”？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中研院史语所学者进行的西北汉唐考古

和西南民族考察，获得了大量有关唐及其以前时期的实物和图像资料。庞薰琹从这些研究资

料中获取了大量创作灵感。从民国时期西南民族田野影像档案可知，中博院考古学家董作宾

1933年所拓两张南阳汉代画像石“鼓舞”图像与中研院民族学家芮逸夫1933年所摄一组苗族

“鼓舞”图像并置，作为档案，这些图片的编号是连续性的，从No. 00000640到No. 00000649排

开（图8）。这样的陈列方式提示出当时中研院学者进行有关中华民族族源和各民族文化比较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庞薰琹参考这些图像设计了“鼓舞”图案，收录在他1941年完成的四卷本

图 7

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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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案集》第三册中輧輶訛（图9）。

1939年末，当时已迁至昆明的中博院筹备处“又有地域人事上之方便”輧輷訛，委任庞薰琹考

察、收集和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协助他完成此项任务的即中研院史语

所的民族学家芮逸夫（1897—1991）輨輮訛。两人在三个月的考察过程中收购到西南民族服装、装饰

品、编织物等共计四百余件，作为将来供中博院展陈和研究之用的西南民族物质文化样本輨輯訛。

他们有意识地将这些苗族服饰和纹样与鸟居龙藏的收藏进行了比较。令庞薰琹感到骄傲的

是，“三十年前，日本鸟居龙藏在书中讲到有些图案他当时没有收集到，而我们竟出乎意料地

收集到了”輨輰訛。鸟居龙藏的民族学视角和研究方法，经由中国民族学界而对庞薰琹产生的影响

由此亦可见一斑。

在中博院1939年4月至1941年1月间的筹备经过报告中，这次考察被称为“贵州民间艺术

之考察”。这是一项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立项资助的考察，组织这次考察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

一，“贵州自昔以交通梗塞之故，往来行旅颇少，荒山僻邑中尚有较原始民族聚居，较原始习俗

保存，而服装、修饰、编织物等之点缀尤饶异趣，于研究古代文化上堪资比较处甚多”輨輱訛；第二，

“即在今日文化渐启，而为融洽民族间感情计，亦应先自调查入手，冀渐得相互间之了解”輨輲訛。这

段报告中所称“民间艺术”和“原始民族艺术”，均为20世纪出现在中国的新概念。作为一个新

艺术范畴的构成部分，“民间艺术”和“原始民族艺术”概念的构建表征着民国时期建构的新型

文化分类系统。“民间艺术”在20年代成为在中国知识阶层具有较广泛认知度的艺术范畴。而

自20年代末起，一批为数不多但相当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批评家、学者和社会改革

者———开始收集、书写和展览被他们称为“民间艺术”的材料。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运用这

个概念时，借鉴了19世纪欧洲民俗学和民族志的理论。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这些理论将

民间文化视为现代文明与原始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文化形态。相应的，“民间”指涉的是所谓

较“公民”野蛮又较“野蛮人”文明的人群。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试图迅速将

舶来的民族学研究的权威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对抗西方生产的贬低中国形象的“民族志图

像”輨輳訛。

在这个新系统中，和广大农民一起，少数族群作为处于中国社会边缘的国民成为富于民

俗学和民族学研究价值的考察对象。这个新建立的艺术价值系统也同时意味着：“民间艺术”

作为一种“民族艺术”传统，涵盖了非汉少数族群“民间艺术”。然而，在这个新的“民族艺术”系

统之中，非汉少数族群的“民间艺术”被视作是较汉族“民间艺术”更加“原始”的“中华民族艺

术”传统。对照同样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支持、由中研院学者进行的中国西北地区汉唐“文物”发

掘，中国西南内陆地区多民族文化的采集和研究被视为有利于研究“古代文化”的“原始民族”

文化研究。正如王明珂指出的，中研院史语所学者对于“新方法”和“新材料”的找寻和使用方

式具有高度选择性和策略性。一方面，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主要被用在中

原地区，以找寻国族与国族内各民族之‘起源’，民族学和语言学则多被用在南方，来寻找国族

与各民族之‘边缘’”輨輴訛；另一方面，有关国族“核心”和“边缘”的观念也将中原考古学和南方民

族学考察各自发掘和采集的“新材料”联系起来，应用于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的构

建与区分。这种方法和材料的使用方式反映出中研院史语所学者有关华夏“中心”和“边缘”的

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汉代以来即存在的传统华夷观念。

基于这种层级划分，民国文化精英所谓的“民族艺术”，其具体所指是随着使用语境和目

的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其被放置在“世界艺术”这一随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过程而被建

构的文化概念的参照系中时，即被用来指代“中华民族的艺术”；当其被置于“中华民族艺术”

“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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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图 12

内部时，则被用来指代“（非汉）少数民族艺术”。

在汉文化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的

民族学视野中，第二种意义上的“民族艺术”又意

味着“原始民族”的艺术。

在1941年1月完成的上述中博院筹备报告中，

“原始民族”特指非汉少数民族，强调这次有关

“贵州民间艺术”的田野考察项目所采集和研究

的对象并非指一切产自贵州省的艺术品，而是专

指西南非汉族群的手工制品———特别是民族服

装、修饰、编织物輨輵訛。由此可知，在1939至1940年中

研院和中博院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资助下合作进

行的这次田野考察中，西南非汉民族的“民间艺

术”实际上被视为较汉族更为“原始”的、“中华民

族”之“民间”文化的表征。尽管当时中国的少数民

族研究者大多将中国北方和西部的满、蒙、藏族等

视作一个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但有关中国西南与

南方边疆的非汉民族分类和识别，学者间存在许

多争议。因此，中国西南和南方边疆是中华民族建

构中最模糊和亟待解决的一个“边缘”，也是中国

早期民族学者进行田野调查的集中区域輨輶訛。进行

“贵州民间艺术”考察的一个目的，在于研究西南

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探讨前者究

竟纯粹是汉文化的“他者”还是汉文化的“异我

（alter-ego）”。

受到“礼失求诸野”的中研院史语所民族学

视角启发，庞薰琹很可能在创作“贵州山民图”时

参考了欧洲现代绘画中富于原始主义色彩的象

征主义绘画。1933年，芮逸夫和凌纯声合作进行

湘西苗族考察时，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学方法进行

了有关汉苗关系的族源历史研究，认为“苗为古

代的髦”，并推断其祖先来自中原，曾为周人的盟

友輨輷訛，亦即“苗族”（“华夏边缘”）是“汉族”（“华

夏”）的“异我”。以这种“寻根”思路，从观念到图

式，庞薰琹在创作《贵定花苗跳花》（图10）时，很

可能直接借鉴了高更的《布道后的灵见》（图11）。

后者的主题是法国北部布列塔尼的农妇在进行

宗教礼拜仪式。此地在19世纪末被法国公众视为

一个依旧保存着许多中世纪宗教仪式和生活习

俗的“原生态”古村落。高更对布列塔尼农妇的头

饰具有特殊兴趣，从各个角度对其特征进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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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绘，这源于他对理想中未经现代性污染

的欧洲中世纪文化的着迷輩輮訛。

尽管庞薰琹自称“画的是中国老百姓

的生活”輩輯訛，但不可否认的是，“贵州山民

图”中的一部分作品，如《贵定花苗跳花》

《笙舞》等，其视觉重心并非人物内在精

神的表现，而是人物身上纹饰繁复的西

南民族服装。尤其是在《盛装》（图12）中，

画家在画完面对观众的盛装苗女后，为

展示苗女的发型和头饰，又在她身后画

了一个背对观众的苗女。这两个形象彼此存在明显的镜像关系，如同民族学照片般记录下苗

女盛装的正背面。与其说这类画作的主旨是表现人物，不如说是意在对西南民族服饰作如实

记录。据他当时在成都的房东女儿郑体容回忆，“庞薰琹画了很多苗族服饰卖给飞虎队”輩輰訛，由

此也可见，这些作品留给她深刻记忆的是服饰而非人物形象。

不过，庞薰琹关注西南民族服饰的原因与绘制“职贡图”的宫廷画家显然不同。庞薰琹将

西南民族服饰作为“贵州民间艺术”传统的载体，之所以将其画下来，是希望将西南民族特定

的“民间艺术”介绍给更广泛的观众群体。他在画作中描绘的往往是节庆穿戴而非日常衣着，

且对女性形象的关注远超过男性。这与当时中国西南民族学界的相关学术观点有关，即相对

于西南民族男性，女性衣着更富有地域特色，而这种地域特色又些许保存着华夏早期服饰的

传统。比如，民族学者岑家梧輩輱訛参考鸟居龙藏的观点，在其30年代末40年代初写成的西南民族

研究著作中指出，“苗族妇女的衣服，在西南民族中，是最有艺术意味的，尤以花苗为甚”，并认

为西南民族女装上衣的形制稍稍保存了唐代女装的体制輩輲訛。可以说，庞薰琹“贵州山民图”中的

这类创作，即是在跨文化视野下进行的“寻根”绘画创作。

三

比较“职贡图”与“贵州山民图”，两者间第二个差异在于功能定位不同。“职贡图”是帝国

时期的官修绘画，属国家行为，乾隆是《皇清职贡图》的真正总纂。其制作要服务于彰显国威的

需要，“以昭王会之盛”輩輳訛，使乾隆帝的“十全武功”彪炳史册，画面中容许宫廷画家进行个人表

达的内容极其有限。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职贡图”承担着记录场景、保存史料等功能，还具

有展示万国来朝景象以彰显国威的政治象征功能。与此不同，在1939年末至1940年初的这次

“贵州民间艺术之考察”过程中，同行的芮逸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拍摄西南民族志照片。也就

是说，古代绘画的“纪实”功能在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考察中已经被摄影取代，而“贵州山民

图”则是庞薰琹离开中博院筹备处之后开始进行的个人艺术创作。

前文提到，1943年庞薰琹在成都举办个展，首次展出了“贵州山民图”系列作品，此外还有

“唐装舞俑图”系列作品。他为该展在《中央日报》（成都）上发表了一篇“自序”，文中一段话透

露出他在创作“贵州山民图”时的复杂心态：

我所描写的贵州的同胞，毋庸讳言，与实际的他们离得很远。不能拿民族学的尺寸来

量它。因为笔下总不免流露出自己。可是服饰方面，会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因为如此，给

“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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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少束缚，也因此，有时不免失去画面的活泼。眼看前人给我们留下许多错误，我不敢

欺骗自己，也不愿欺骗后人。于是，像绣花一般把许多花纹照原样地画上了画面。苦闷而

又无能！輩輴訛

尽管庞薰琹图绘记录西南民族传统服饰、纹样的行为，不免令人联想起绘制《皇清职贡图》以

记录“朝贡”史料的宫廷画家，他却又极力提醒观展者，“自己”笔下的“贵州的同胞”图像“不能

拿民族学的尺寸来量它”，因为这些艺术形象传达了他丰富而微妙的主观感受。

“贵州山民图”是庞薰琹试图重构本土文化传统的艺术实验，其创作方式体现出自觉的跨

文化、跨媒介意识。1942年，在作为官方美术体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所设定的

作品分类系统中，“贵州山民图”被判定为既非“国画”、也非

“西画”、也非“图案”，最终被勉强挂在“西画”展厅展出輩輵訛。这

批作品是先以铅笔在纸或绢上打稿，再用毛笔蘸墨以细线

勾勒轮廓，最后以水彩颜料填色画成。和民国时期许多具

有留洋背景的洋画家一样，庞薰琹的作画方式体现出了模

糊中西画种疆界的实验性意图，具有明确的跨文化、跨媒

介意识。早在30年代初，“决澜社”的另一发起人、留日洋画

家倪贻德以文字表达过类似的现代绘画创作意识。1934

年，倪贻德在接受《中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主张各个

民族艺术各有它的特殊性，所谓西洋画即是中国画，不当

在工具上来区别。”輩輶訛庞薰琹抗战时期的看法显然与倪贻德

战前即提出的看法是一致的。1944年8月7日，庞薰琹在当

时他任主笔的《华西晚报》专栏上以提问的方式评论说：

“艺术学校中的绘画系分中画组和西画组。中画组是学古，

西画组是学西。中国的艺术究竟仿古呢？还是仿西呢？或

者还另外有路呢？”輩輷訛同年，他在重庆发表《决澜时代的回

忆———中国美术运动史上一页》，申明自己抗战时期致力

于具有“民族性”的现代绘画探索，通过唤起中国艺坛对战

图 14

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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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现代艺术运动的“回忆”，他希望能够“回复到二十多年前的时代”輪輮訛。可见，战时中国现代主

义艺术探索愈发强调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尽管其理论话语倾向于适应强势的民族主义话

语，但其实践形态则是融通东西的现代绘画实验。

以往有关“贵州山民图”的研究，大多认为其创作基于庞薰琹在贵州考察时期所作的风景

和人物“写生”。在观念和技法层面上，“贵州山民图”被视作20世纪初留学生艺术家在“外来文

化冲击”下，为“探索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结合”，“通过写生实现艺术民族化的早

期努力”的例证，与“最近十年来（2003年以后）的当代艺术发展中‘挪用’或‘借助’现成图像进

行创作”及“通过摄影获取素材和灵感”的艺术家的工作方式相区别輪輯訛。然而，庞薰琹在其自传

中特别提到，“为了使工作进行比较顺利”，中博院从中研院史语所借调了芮逸夫，“他是研究少

数民族语言的，对调查研究工作富有经验，而且他会摄影，调他来帮助我，我就更安心了”輪輰訛。他

还回忆说，进入苗寨时，“开始他们（苗民）连照相也不同意，后来他们同意照相，却拒绝为他们

画像，所以我在这一段时期中，一张画也没有画”輪輱訛。这种情况对三四十年代在贵州苗寨旅行写

生过的画家来说相当普遍，叶浅予的一幅画于1942年的墨笔小品就表现了当时的画家需要偷

偷摸摸地为苗女画速写的情景（图13）。通过图像对比可见，事实上，庞薰琹在“贵州山民图”中

对芮逸夫在贵州拍摄的民族志摄影图像进行了挪用、重组和再创造輪輲訛。

在《黄果树瀑布》（图14）中，庞薰琹将农妇以扁担挑土的形象从原摆拍照片（图15）里的日

常生活院落中抽离出来，与另一张照片中所拍摄的黄果树瀑布的自然风光图像（图16）进行了

重组，并且以留白和晕染等传统绘画手法来营造诗意的氛围。为增加画面的浪漫唯美色彩，他

还在画中对照片里扁担两端篮子面向观众的角度进行了夸张处理，以展现篮中之物，并将篮

中之物改为红透的水果和绿叶，似在寓意着丰收的喜悦。由此，两幅被作为“科学记录”的民族

志摄影图像被再创造为一幅富于浪漫抒情色彩的画面，将贫苦的西南边疆现实生活幻化为与

战争现实相距遥远的先民桃花源景象，更仿佛另一时空中的乌托邦。

在上述例子中，庞薰琹从不同照片中抽取现成的图像元素加以重组，试图在画中创造出

一个全新而又和谐统一的视觉空间。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是，他会在画面中对芮逸夫所拍

摄照片中场景的视觉空间关系加以调整，以营造出全新的意境。比如在《畅饮》中，他描绘了一

群聚集在桌子周围的苗女，这张桌子摆放在一条土路边，中景是由近及远的一排茅草屋，屋后

是一片云雾留白和远山晕染。而在芮逸夫拍摄的照片中，有一幅记录白苗女子围在桌前站立

饮酒的图像（图17），与《畅饮》在主题和构图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显然，画面前景中对桌子

周围人群的特定排布方式和中景中对茅草屋的描绘都借鉴了照片。在这里，庞薰琹的画面对

原照片中拍摄场景的空间关系进行了重构，即在画面中

添加了中景和远景以呈现空间纵深感，再将照片中各个

角落的男性人物移出画面，却在中景部分添加了一个朝

远处走去的女子背影，而这一苗女的姿势又借鉴了芮逸

夫拍摄的一张照片中的男性背影轮廓輪輳訛（图18）。

如果说庞薰琹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创作《如此巴

黎》《如此上海》时，是将取自不同时空的物像“拼贴”在

同一平面画幅中，那么他在40年代创作“贵州山民图”时

挪用摄影图像的方式，则更接近郎静山制作“集锦”摄影

的方式輪輴訛。“集锦照相法”是以多张底片之局部，冲放于同

张相纸之上的暗房技术，郎静山也将其名为“composite 图 19

“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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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y”或“composite picture”（图19）。尽管这项技巧并非郎氏首创輪輵訛，而是1850年已出现

在西方的“画意摄影”（pictorial journalism）所惯用的暗房技术，在西方摄影史上一般被称为

“combination printing”輪輶訛，但“集锦照相法”这一中文名称应是郎氏的发明。作为艺术表现手法，

“集锦”并不等同于“拼贴”（collage）；较之“拼贴”，“集锦”所追求的图像美学特征并不一定是激

进的，相反，艺术家可以通过“集锦”技巧去营造某种传统的审美效果。郎静山是庞薰琹“决澜

社”时期的好友，他借鉴中国传统绘画的“六法”理论，擅长以“集锦照相法”追求中国传统水墨

山水的美学精神輪輷訛。如果说“拼贴”意在将来自不同时空的图像元素并置在同一平面中，强调它

们之间的异质性、时序性或断裂感，那么“集锦”则可能意在弥合这种异质性，使来自不同时空

的图像元素被重组为一个和谐、浑然的画面空间。庞薰琹在“贵州山民图”中所运用的图像语

法很可能受到了“集锦照相法”启发，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运用暗房技术，而是运用水彩、墨

水、毛笔和图画纸等绘画媒材，来实现从实地考察摄影到绘画再表现间的跨媒介图像转换。

“贵州山民图”系列创作凝结了庞薰琹在战时西南地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画面中体现出

他对西南族群生活状态颇具复杂性的认知。经过在贵州的考察，庞薰琹察觉到了当地“民族矛

盾”之下的社会矛盾。贵州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贫穷，用庞薰琹一行听到的当地说法是“地无

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輫輮訛。在走访贵州苗寨前，他从汉人那里听到许多有关汉苗之

间“民族仇恨”的传言輫輯訛，可当他来到苗寨，贵阳当地“少数民族训练班”的苗族学员却告诉他：

“不要轻信别人所说的，没有那么严重，（你们）不需要什么保护，我们的民族不会来伤害你们

的。想收集一些资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苗家姑娘一生就绣那一身衣服，他们想白要硬要，当

然搞不到手。”輫輰訛庞薰琹发现，当地人“最怕官方去拉夫当兵，拉去当兵的人，十有九不回”，但有

些当地人听说他们并非收税、征兵的政府官员，而是收购“花边”的研究人员，便挑来了几大箩

筐的花边、绣花片、蜡染来向他们出售，还会把他们从自己的寨子护送到临近寨子，并向临近

寨子的人宣传他们是自己的朋友，这“完全不像民政厅厅长所说的那样”輫輱訛。基于这些经历，一

方面，他希望通过“贵州山民图”系列的创作和展览，引起社会各界对西南民族物质文化的关

注，以彰显本土民间艺术的创造性和成就；另一方面，他反复采用蓝灰色作为画面的统一色

调，试图营造忧郁而素朴的情绪氛围，而且，有些画面中的细节刻画透露出画家将观众注意力

引向战时内地贫苦劳动者生活实相的努力，如

《收玉米》中女子打满补丁的上衣和裤子（图

20）。因此，他笔下的“贵州山民”形象明显不同

于“职贡图”中衣着光鲜亮丽、表情和姿态高度

格套化的西南民族形象。

“贵州山民图”系列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有

描绘南方山水的远景，且大多施以蓝灰色作为

画面的统一色调。1943年，庞薰琹在成都个展自

序中写道：“我生于虞山。在生于西南、西北的人

的眼光中，虞山只像一座土丘。所以也许正因

此，我笔下没有雄大的气势。可见，虞山步步美

雅，可惜我笔下未得它的灵秀。虞山傍临湖水，

终年沉睡于一个蓝灰色的天下。我虽痛恨我家

乡的闲散，然而我热爱我家乡的湖山。为什么我

爱用蓝灰色的色调，最好你去问我家乡的湖山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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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图 21

图 22

吧。”輫輲訛身处西南的画家却在作画时想到家乡虞山的湖山，可见，他在画中处理自然风景的方式

并非完全来自实景写生，而是具有高度风格化的倾向。

就其经历而言，庞薰琹是在对中、法文化中特定审美观念及其图式加以选择和借鉴后，方

才形成其风格化的视觉图式和表现手法的。一方面，在“贵州山民图”系列中，有多件作品的画

面远景中绘有溪岸远山，如《黄果树瀑布》、《捕鱼撒网》（图21）、《丰收》等，若与著录于《石渠宝

笈》的《千里江山图》（图22）、《梧竹池馆图》等进行局部比较，可知其对山体的晕染法与表现江

南湖山的宋代院体画法相似；所不同的是，宋画多用矿物与植物颜料，“贵州山民图”则用水彩

颜料。另一方面，来自江南传统精英文化的审美熏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庞薰琹对20世纪

初法国艺术资源的感知与化用。20年代求学巴黎时，庞薰琹就对先贤祠圆庭中夏凡纳的一幅

以蓝灰色为统一色调、以平面化和装饰化语汇表现巴黎城邦女神的壁画情有独钟（图23）。在

他看来，“夏凡纳作品的特点是色彩幽静，画面简朴，格调比较高”輫輳訛。在民国时期留学的油画家

中存在一种共识性的理解，即夏凡纳擅长使用蓝灰色调来营造画面氛围。比如1928至1929年

间留学日本、1930年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的唐蕴玉（1906—1992），在1929年参观过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后发表文章称：一幅画是否成功取决于其选

题、色调和构图。对于能够表达个人风格的色调，我尤其感兴趣。譬如夏凡纳喜用沉静而优雅

的色调表现忧伤的情感輫輴訛。值得一提的是，唐蕴玉是王济远的

好友，而王济远则是“决澜社”在30年代初的主要赞助人之

一。可以认为，基于这种对夏凡纳用色特点的理解，庞薰琹选

择了以类似夏凡纳式的“幽静”蓝灰色调营造忧郁、素朴乃至

肃穆的情绪氛围。

重要的是，“贵州山民图”融合了来源复杂的观念和图

式，具有明显的诗性化抒情特征。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

众看来，这些作品具有东方绘画“轻灵”之神韵，又不失西画

“写实”之精妙。60年代中期，较早研究中国20世纪艺术的西

方艺术史家苏利文就曾指出，庞薰琹的这些作品，“表面上是

民族学的记录，事实上远不止这些。因为这些作品将准确性

与人情味、略带浪漫的格调，以及在巴黎所学得的对形式感

的关注结合在一起”輫輵訛。1946年，傅雷在上海为庞薰琹策划个

展，并在11月7日《文汇报》第四版发表序言，其中评价“贵州

山民图”系列时说：“虞山庞薰琹先生……抗战期间流寓湘黔

川滇诸省，深入苗夷区域，采集画材尤夥，其表现侧重于原始

“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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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淳朴浑厚之精神，初不以风俗服饰线条色彩之模写为足，写实而能轻灵，经营惨淡而神韵

独具，盖已臻于超然象外之境。”在傅雷看来，“其融合东西艺术之成功，决非杂糅中西画技之

皮毛，以近代透视法欺人耳目者可比”，故而他才策划此展览，希望“博雅君子当可于是会一睹

吾国现代艺术之成就焉”輫輶訛。黄永玉则回忆道：“更亲切的，他（庞薰琹）画了许多苗族人的生活，

也即是点燃了我故乡久别的亲情。他不像许多俗子所表现的穿花衣、扭苗舞、带银饰的浅薄庸

俗猎奇角度弄出的作品；当时我已经有能力认识理解庞先生的作品跟他们完全不同。”輫輷訛

结 语

鉴于民族主义的救亡话语在战时西南大后方的强势存在，以往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现代艺

术的研究，往往较少关注艺术家实践中存在的跨文化意识。在处理战时西南大后方艺术与政

治之间的关系时，如果采用上述稍嫌简单化的逻辑，在面对某些特定艺术家个案时，则难以提

出可以深入腠理的论述框架，也难以揭示特定时期中国现代艺术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战时西

南大后方存在着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博弈，各种文化思想潮流并存，远非定于一尊。故

而，以个案方式发掘艺术家个人或群体所受特定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风气影响，会有助于理

解一些尚未被足够关注的话题。比如：为何某个艺术家会在战时西南大后方选择关注“抗战救

亡”之外的其他主题，为何又会选择在文化民族主义话语包裹下运用跨文化的创作方式，以及

这些选择在当时与当下又具有何种意义。

作为在抗战时期重构本土文化传统的实验，庞薰琹“贵州山民图”体现出他融通多种文化

传统、超越媒介疆界的现代艺术观念和方法。作为“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贵州山民图”系列作

品中交织着多重观念———既有从文化民族主义视角对贵州民间艺术传统的欣赏，又有从社会

现实主义视角对贵州普通民众生活现状的同情。这看似相互矛盾的多重观念，体现出庞薰琹

在“新”“旧”“中”“西”不同文化之间的腾挪取舍。出生于晚清官宦世家、江南书香门第，转而在

“五四”时代风气下游学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巴黎等地学习欧洲现代主义艺术，抗战时期

又流寓西南大后方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等诸多经历，使庞薰琹既清楚地意识到“贵州山

民图”中存在的多重观念，又并未试图弥合它们之间充满张力的矛盾。故而，这些作品自40年

代问世以来，受到了基于不同社会身份和文化立场的解读。在此意义上，图像成为了一个场域

和诸多话语的交叉点：古今、中西，大一统、民族国家，族群、阶级、性别等不同层面的权力结构

在其中交集，体现了艺术、学术、思想、政治的互动。

* 本文根据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Between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Social Critique: Female Figurations in Pang

Xunqin and Fu Baoshi’s Wartime Chinese Painting (1930s-40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arch 2017）第一章

内容删节修改而成。论文修改过程中，承蒙诸位师友提供意见及相关资料，特向胡素馨（Sarah E. Fraser）教

授、王鹏惠教授、王正华教授、周芳美教授、朱晓青教授、李军教授、蔡涛教授、曹庆晖教授、周爱民教授、舒悦

女士致谢。

①輨輮訛輨輰訛輩輯訛輩輵訛輪輰訛輪輱訛輫輮訛輫輯訛輫輰訛輫輱訛輫輳訛 庞薰琹：《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8页，第

181页，第186页，第202页，第201页，第182页，第186页，第182页，第182页，第183页，第192页，第54—55页。

② 本文讨论的《苗蛮图册》是1973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这是当代最早整理出版的“苗

蛮图”，由芮逸夫作序。据李汉林考证，此图册的底本并非善本，图、文均有误，但这种情况并不影响本文的立

论。而且，作为中研院史语所在20世纪30年代从西南地区收购、并由芮逸夫作序的“苗蛮图”，与本文的研究

对象“贵州山民图”联系极为密切。

③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9页。

④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史绳祖《学斋占毕》记载，南朝梁元帝萧绎绘有《职贡图》三十余幅，今不存。唐代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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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本绘有唐太宗在长安接见国内民族及外藩使臣的画卷，今藏于南京博物院。

⑤ 畏冬（金卫东）、刘若芳：《苗瑶黎壮等族衣冠图及职贡图第六册考》，载《故宫学术季刊》第27卷第2期（2009年

冬季刊）。

⑥⑦ 宋兆霖主编《银灿黔彩：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台北“故宫博物院”2015年版，第270页，第265页。

⑧輥輴訛輩輳訛 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版，第1页，第1页，第1页。

⑨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71.

⑩ 此类图册出现晚于清代描绘云南民族的“外苗”或“百蛮”图册、台湾“番社图”、海南“琼黎图”。参见祁庆富、

史晖等《清代少数民族图册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輥輯訛 1928年春，中研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同年7月，史语所筹备完成。自1928年起，由担任所长

的傅斯年主事，组织了多次民族学和民俗学考察，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和文物。据1936年11月12日中博院理

事会通过的《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合作暂行办法》可知，自此时起“中央研究院不另设陈列机关；一切可

供陈列之物品，概归中央博物院保管陈列”，中研院所属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所搜集的民族民俗文物资

料，多数移交给中博院保存。

輥輰訛 中研院史语所在40年代初出资收购了“苗图”“黔苗图说”等多册，这些图册现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1939

年末至1940年初，作为中博院筹备处图案研究专员的庞薰琹在贵州苗区进行田野考察，他当时的工作伙伴

是中研院史语所的民族学家芮逸夫。抗战时期史语所迁至昆明，当时主要研究西南民族语言等问题的芮逸

夫对这些苗图已十分熟悉，40年代末中研院迁台后，他是对这批藏于中研院的苗图进行整理、复制、出版的

主要编辑者。

輥輱訛 “历字第六○一四号”公函，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档案馆档案。

輥輲訛 冯晋：《寻源常熟》，古吴轩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页。庞薰琹的常熟旧家院落中有一面贵州铜鼓。抗战时期，

庞薰琹客居成都时期，曾在《华西晚报》开设专栏发表一批文章，其中，除了以真名发表的有关工艺美术的文

章外，还有一部分是以笔名“鼓轩”发表的文章，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时政评论性文章，一类是有关艺术、

国家与大众关系的讨论。

輥輳訛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一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版，第910页。

輥輵訛 明永乐十一年（1413）中央政府就在贵阳府设置了贵州承宣布政使司，由此贵州正式建省，成为十三行省之

一，开始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皇清职贡图》中有关贵州内容的绘制，主要与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对这一

地区加强管辖和治理相关。

輥輶訛 参见庄吉发有关日期的考证（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第15页）。

輥輷訛輧輳訛輨輴訛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记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4页，第249页，第248页。

輦輮訛 李成晴：《和刻本〈真山民诗集〉考》，载《文献》2005年第6期。

輦輯訛輩輴訛 庞薰琹：《自剖———为自己的展览会写的自我介绍》，载《中央日报》1943年9月12日。

輦輰訛 胡庆钧：《致傅斯年函》（1941年1月1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档案馆档案。

輦輱訛輦輶訛輦輷訛輧輱訛輧輲訛輧輴訛輧輷訛輨輱訛輨輲訛輨輵訛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1月筹备经过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輦輲訛 1928年，民族学组设在中研院社科所内，由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兼任主任，而人类学组则设在中研院史语所

内。这一时期，社科所民族学组专注于民族志和民族学研究，史语所人类学组专注于体质人类学研究。1930

年凌纯声入职社科所民族组任研究员。1933年，凌纯声转入史语所民族学组任研究员，同年与芮逸夫、勇士

衡赴湘西调查苗族，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1934年至1941年间，凌、芮二人又与其他学者一道进行了

一系列有关畲、彝、佧佤（佤）等多种民族的西南田野考察，收集了大量有关西南民族的研究资料。自1944年

起，凌纯声兼任该组主任。根据1936年11月12日中博院理事会通过的《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合作暂行办

法》，确定“中央研究院不另设陈列机关；一切可供陈列之物品，概归中央博物院保管陈列”之条款，中央研究

院所属机构在30年代前后所搜集的民族民俗文物资料，多数移交给中博院保存。期间，史语所民族学组曾改

组为史语所人类学组，研究内容中既包括民族志和民族学研究，也包含体质人类学研究。后经再次机构改

组，中研院成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史语所人类学组则更名为史语所民族学组，专攻文化人类学研究。直

到中研院迁台后的1955年，中研院成立了民族学研究所，由凌纯声担任筹备处主任，而与凌氏长期合作的同

事芮逸夫则留在史语所工作继续从事民族学研究（参见李亦园《凌纯声先生的民族学》，《新学术之路———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版，第737—

745页）。

輦輳訛 蔡元培：《说民族学》，《蔡元培文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111页。

輦輴訛 有关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研究与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国民等政治概念间的关系，参见王汎森《晚清

“职贡图”的现代回响———论20世纪40年代庞薰琹的“贵州山民图”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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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省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版，第125—

146页。

輦輵訛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记忆》，第248—249页。1929年，受业于法国人类学家保罗·李维特

（Paul Rivet）和马塞尔·茅斯（Marcel Mauss）的凌纯声获巴黎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返国，受蔡元培邀请到中研

院社科所民族组任研究员。1930年他进行了一次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调查，开启中国学者借鉴欧陆文化人

类学派民族志和民族学方法进行田野调查之先河，也开创了中研院民族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传统。

輧輮訛輧輯訛 李霖灿：《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民族学研究》，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集刊》12，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

586页。李氏1938年在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由昆明北上到丽江进行边疆民族艺术调查。1941年7月

受聘中博院，此后一直在此工作，1984年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职务上退休，在台湾大学等校担任中国

美术史及古画品鉴研究等课程。40年代初张大千在重庆举办敦煌艺术临摹画展，李霖灿、庞薰琹曾在参观

时，将壁画里有关车的图像都临摹下来，带回李庄给王振铎做参考资料。

輧輰訛 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輧輵訛 参见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輧輶訛 参见《庞薰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

輨輯訛輫輵訛 Michael Sullivan, 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 95,

p. 95.

輨輳訛 Felicity Anne Lufkin, Folk Art in Modern China, 1930 -1945,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1, pp. 30-31.

輨輶訛 之所以中国西南和南方边疆成为中华民族建构中最模糊而亟待解决的一个“华夏边缘”，其具体原因复杂，

相关分析可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记忆》，第251页。

輨輷訛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8—9页。

輩輮訛 Fred Orton and Griselda Pollock, “Les données bretonnantes: La prairie de représentation”, Art History, No. 3

(1980): 314-344.

輩輰訛 岱峻：《成都私人地图之八———郑家花园秘藏繁华旧事》，载《华西都市报》副刊 2006年12月18日。

輩輱訛 岑家梧（1912—1966），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史前艺术史学者。1931年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求学，1934

年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后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体质人类学。1937年7月抗战全

面爆发之际，岑与同学结伴回国。1941—1942年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书馆主任。抗战期间在云南少数民

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继而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西南社会文化研究，又到南迁贵

阳的大厦大学等校从事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36—1946年间，他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对鸟居龙藏《苗

族调查报告》和《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两书的学术观点多有借鉴和商榷。

輩輲訛 《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1页。

輩輶訛 南鸟：《倪贻德访问记》，转引自蔡涛《贴报簿·一九三四年倪贻德个展剪报———新发现的决澜社史料》，载《美

术向导》2014年第3期。

輩輷訛輫輲訛 《庞薰琹文选———论艺术、设计、美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第45页。

輪輮訛 庞薰琹：《决澜时代的回忆———中国美术运动史上一页》，载《华声》第一卷第4期，1944年。

輪輯訛 杭间、王晓松、马晓飞：《中国“写生”美术百年》，载《美术》2013年第9期。

輪輲訛 人类学家王鹏惠在2009年美国西北大学艺术史系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指出庞薰琹对芮逸夫所摄民族志摄影

的大量挪用，参见Wang Peng-hui, “Ethnic Encounters in Tribal Marketplace: Ruey Yi-fu’s Ethnographic

Photography in Southwest China”, 发表于会议“The Pole of Photography in Shaping China’s Image, 1860-

1945”,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pril 24-25, 2009。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曾得到王

鹏惠老师的指教和鼓励，不仅惠赠其论文，还建议笔者从艺术史角度对此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在此谨致以诚

挚感谢。

輪輳訛 庞薰琹对芮逸夫所拍照片中人物、景物和地理环境的想象性重构可以被视为一种“民族志意象”塑造在绘画

领域中的早期案例。“民族志意象”（ethnographic imaginary）作为一个新词，最初出现在当代电影理论中，用以

批评早期“大众旅行电影”（popular travel film）如何对偏远地区人群加以幻想性的表现，这种幻想性表现又是

如何将早期人类学考察中生产的有关这些地区人民的片面甚至错误信息和观念加以合理化。当代有关民族

志意象的理论，其目的是要揭示“一种广阔的历史和文化建构，以便审视民族志现实和民族志奇观的建构”

（Amy Staples,“The Last of the Great (Foot-Slogging) Explorers: Lowis Cotlow and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ry

in Popular Travel Film”, Visual Anthropology , Vol. 15, No. 1 (2002): 39）。尽管“民族志意象”这个概念目前仅

被运用于电影理论和批评，但当它作为分析工具被用来观察更广阔的有关民族志对象的艺术表现时，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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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理解电影之外的其他民族志意象的生产机制，包括“贵州山民图”中的部分绘画作品。

輪輴訛 陶咏白指出，“贵州山民图”具有“拼贴的痕迹”。此处的“拼贴”似有“画面各部分构成元素不够和谐统一、略

显生硬”之意（参见陶咏白《对庞薰琹的历史思考》，庞薰琹美术馆、常熟庞薰琹研究会编《艺术赤子的求

索———庞薰琹研究文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輪輵訛 郎静山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约1966年的《教职员详历表》“著作或发明栏”中，曾

注明自己于1939年“发明集锦照相法”。

輪輶訛 参见周修平《郎静山（1892—1995）中国画意摄影研究》，（台湾）“国立中央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輪輷訛 陈葆真：《文人画的延伸———郎静山的摄影艺术》，载《故宫文物月刊》第20卷第10期。

輫輴訛 唐韵玉：《寸感》，载《妇女杂志》第15卷第7号（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辑号），1929年7月。

輫輶訛 傅雷：《庞薰琹绘画展览会序》，《傅雷文集》，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567页。

輫輷訛 黄永玉：《庞家那棵大树》，东方历史评论网络版http://www.ohistory.org/newsdetail.aspx?id=82。他在1947年与

庞薰琹在上海相识，时常参加由庞薰琹和另外几人组织的“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的活动（按黄永玉的说法是

“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活动”）。

（作者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 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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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

吴秀明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8月出版

本书从“文史”关联的维度，分上中下三编对当代文学“历史现场”展开了还

原式的阐释：其中上编“文献史料的研治与阐释”，主要对当代文学史料意义价

值、历史发展、现实境遇、基本形构、内容特点，及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等作了爬

梳、归纳与探讨，涉及史料与体制、史料与批评、史料与学科、版本生产与版本批

评、域外存在与档案制度、文学教育与知识学养等。中编“文学历史的编写与反

思”，主要针对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有关难点与节点，如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主流

意识形态与中介系统、三元构成与内部打通、知识重构与学术转向以及历史化的

历史观问题展开探讨，实际上，是借助于“以后视前”的一种言说，对已经走过并

正在行进的当代文学进行合历史合目的的评价。下编“历史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当代历史小说创作论，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抗战反法西斯文学、领袖传记文学、新故事新编等；二是

相关的历史文学理论，如历史文学的“翻案”问题、“影射”问题、“现代化”问题、茅

盾对现当代历史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等。

本书是一部学术论文自选集，它是作者从自己历年已发表的近300篇文章中

遴选出来而编就的。既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理路与实践，也从一个独特角度对七十

年的当代文学历史与现实作了概括。

·书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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